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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秀山之乱”与明代海禁
□石一民

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当时中国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但从长远来看，

更多的是消极作用。它逆历史潮流而行，遏制了中

国经济发展的生机，使宋元以来蓬勃发展的海外贸

易局面遭到空前的重创。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

益更是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实行海禁的明朝正

处于 14~17世纪，其时世界正发生着剧烈而深刻的

变化。随着西方航海家的“地理大发现”，世界市场

逐渐形成，西方大踏步地跨入近代社会。而就在这

个节骨眼上，中国却关闭了自己的国门。

海禁将中国同世界人为隔绝开来，阻碍了中

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固化了统治者坐井观天、夜郎

自大、故步自封的观念，葬送了宋元时期创造的中

国走向海洋大国的机遇。海禁导致中国海洋观的

倒退和中国航海业的衰落，把辽阔的海洋拱手让

给了西方，最终让西方的军舰横行于中国沿海。美

国历史学家博克塞（1886~1976）曾对当时世界的海

权形势评价说：“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

所造成的刻意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

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

宰者。”

明代海禁，让曾经的海洋大国就此自废武功，

从海洋退缩，变得日益封闭和保守。其带来的消极

影响深远而沉重，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明代海禁带来的消极影响深远而沉重

海禁，又称洋禁，是一种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民间私

自出洋贸易，严厉时甚至规定“尺板不得出海”；同时也

限制外国商人前来中国通商。中国历史上曾有两个朝

代大规模推行过海禁政策，一个是明朝，一个是清朝。

明政权建立初期，其实并未实行海禁和禁止民间

商贸往来，而是沿袭元代的传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

策，先是于吴元年（1367）在太仓黄渡设立市舶司，以浙

东按察使陈宁等为提举。洪武三年（1370）虽然关闭了太

仓黄渡市舶司，但随后又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立三市

舶司，并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

暹罗、西洋诸国”（《明史》卷81《食货志五·市舶》）。

然而，上述这种开放局面并未能够维持多久。最

迟在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朱元璋就一改之前积极

的海外贸易政策，颁布了海禁令，禁止居民任意出海

贸易。《明太祖实录》卷70载：“洪武四年（1371）十二

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藉方国珍所部温、台、庆

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

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

出海。”这是最早明确记载明初海禁政策的史料。从

“仍禁”的用词来看，显然在洪武四年十二月之前已有

禁海令出台。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海禁始于明初

那么，朱元璋为何会放弃宋元以来的海洋开放政

策，推行海禁政策？有学者认为，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

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防止商品

经济对封建农业经济形成冲击，最终危及封建统治。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出身赤贫农民的皇帝，朱元璋脑

袋里装的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农

业社会理想。因此，在明朝政权逐渐巩固之后，朱元璋

便放弃了海洋开放政策，转而走上了“重本抑末”“重

农抑商”的道路。

其实，朱元璋实行海禁，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海疆不靖”。这从上述洪武四年（1371）十

二月的海禁令就可以看出来。当时对明王朝构成威胁

的主要是东南沿海的两股势力，一是在元末战争中被

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二是来自

日本倭寇的侵扰。

元代末年，民不聊生，各地起兵反元，在江浙沿海

起兵者为张士诚、方国珍等。张士诚在平江（今江苏苏

州）称吴王，占据绍兴至徐州广大地区；方国珍占据台

州、温州和庆元（今宁波）等地。到至正二十七年

（1367），朱元璋已先后击败了张士诚、方国珍，控制了

浙江全境。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正式

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浙江沿海并没有因此而安定，这

一年就爆发了“兰秀山之乱”。

“兰秀山”是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两个岛屿兰山（今

大长涂岛）和秀山的合称，元末明初隶属昌国州。两岛

居民向以“悍勇善斗击，习海事”出名。方国珍于至正

十五年（1355）攻占昌国州后，便在兰山、秀山等岛聚

集一批武装力量。方国珍被朱元璋打败后，在舟山群

岛的方国珍残余势力并不支持新建立的明政权，因偶

得方国珍的元朝“行枢密院印”，遂以此为号召，组织

队伍起来反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秀山之乱”。

吴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

副将军吴祯等率水师自庆元由海道南下征讨陈友定。

次年即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军攻破延平，俘虏陈

友定，平定了福建全境。四月，明军水师班师北还，当

他们驻扎昌国州时，竟遭到由兰秀山岛民组成的民兵

的袭击，汤和手下的两指挥徐珍、张俊及部分官兵被

打死，损失惨重。一帮岛民为何会对明军水师发起袭

击？原来，早在这年正月，兰秀山民兵就在叶希戴、王

子贤、陈君祥的率领下攻打庆元府城，表明了其反对

明政府的鲜明立场，结果兰秀山民兵被守卫庆元府城

的明军打败。三月七日，兰秀山民兵的另一首领陈魁

四领着船队在定海（今镇海）招宝山港口等候，拦截明

军。四月，正赶上汤和、吴祯水师船队班师回庆元，四

月十八日两军在崎头洋交锋，于是发生了明军两指挥

战死一幕。明军水师大失颜面，岂肯罢手，于是进入昌

国州，全力围剿。兰秀山民兵溃败，退守夏山。五月，兰

秀山民兵一部分余党又伺机攻入象山，失利后逃亡海

上。与此同时，陈君祥等一百余人逃往高丽，藏身全罗

道古阜郡等地。陈君祥等人逃往高丽，这应与元末他

们经常到高丽经商的经历有关。

洪武三年（1370），陈君祥等人的行踪被在高丽经

商的庆元人鲍进保发现，鲍回国时，将陈君祥在高丽

的消息报告给了明政府。六月二十四日，明朝中书省

派百户丁志、孙昌甫等携咨文前往高丽，要求引渡陈

君祥等人。高丽王迫于明朝的压力，下令将兰秀山“叛

民”陈君祥兄弟及其余党一百多人移交明朝使臣。至

此，兰秀山之乱彻底平定。

明军两指挥在“兰秀山之乱”中战死，令朱元璋非

常震惊，大将汤和还因此没能封公爵。朱元璋意识到

在浙江沿海的方国珍残余势力不容小觑，于是在洪武

四年（1371）十二月，下令将方国珍旧部连同兰秀山船

户共111730人由原来的民户改为军户，编入不同的卫

所，从此将他们牢固控制起来。同时开始实行海禁政

策，禁止浙江等地沿海民众出海，其目的正如朱元璋

自己所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明

太祖实录》卷70）。元末方国珍、张士诚割据江浙地区

时，他们都与高丽聘使往还，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

联系。仅据《李朝实录》一书记载，方国珍在1358~1365

年间，就5次遣使高丽。朱元璋害怕方、张残余势力继

续与高丽往来，为切断这种联系，最彻底的办法就是

实行海禁。

“兰秀山之乱”竟是导致明代海禁的重要因素

促使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另一个因素是倭寇问题。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的混乱时期，一些

失意武士、无业游民和走私商人等，结伙为盗，不断到

中国沿海进行抢劫，史称“倭寇”。与之相呼应，国内也

出现了方、张残余势力和其他沿海反叛者与倭寇勾结

犯边的危险迹象。据统计，洪武年间，倭寇骚扰中国沿

海达44次之多，其中浙江被扰16次，为倭患最多地区。

面对倭患，朱元璋起初试图通过外交努力而睦邻自

固，但收效甚微。于是转而通过海禁政策来加强对沿

海的控制。

朱元璋虽然在洪武四年（1371）颁布了海禁令，但

是出海贸易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居民重要的经济来

源，岂是一纸禁令就能完全禁绝的？于是权力欲极强

的朱元璋便一再颁布海禁令，层层加码。洪武七年

（1374），撤销了明州、泉州、广州三处市舶司，全面禁

止民间海外贸易。洪武十四年（1381）重申禁濒海民

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诏户部申严交

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1394），禁民间用番香番

货，企图从源头取缔出海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申

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同年，朱元璋将海禁

令写入《大明律》中，主要内容有：（1）禁止沿海官民

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及私自驾船出海通番；（2）禁止

民间贩卖和夹带番货；（3）禁止私运违禁货物出海。

自此海禁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明代的基

本国策。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海禁能够得到切实的执行，

朱元璋下令在沿海各地筑城，设立卫所，设置巡检司，

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沿海防御体系，严密封锁了东

部沿海地区漫长的海岸线。不仅如此，洪武二十年

（1387），朱元璋听从左参议王锐的建议，颁行“迁海”

令，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凡发现有海商活

动的地方，一律墟地徙民，实行坚壁清野，彻底断绝海

外与内地的联系。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仍然重申海禁，他虽然曾派

遣郑和七次率领两万余人规模的船队，出访西洋地区

的数十个国家，史称“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中国海外

交通史上的奇迹。但其主要目的是向海外炫耀大明帝

国的声威，属于“形象工程”，而不是出于对外经济贸

易的需要。宣德八年（1433）后，海禁政策时紧时松。正

德五年（1510），明武宗推行“抽分”政策，准许对私人

海商征税，海禁政策出现较大的松动，加之正德、嘉靖

间，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私人海外贸易得以发展兴

盛起来。

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面对东南沿海日趋

盛行的私人海上贸易，明政府并没有因势利导，仍坚

持海禁，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严重的倭患问题。事

实上，明朝的海禁政策并不能阻遏浙江地区海外贸易

日趋繁盛的势头，甚至出现了海禁越严厉执行，走私

贸易就越活跃的状况。正如明人徐光启所说：“官市不

开，私市不止。”（《明经世文编》卷491《海防迂说》）嘉

靖年间，日本、葡萄牙等国的商人，纷纷来到位于今舟

山市境内的双屿港，与内地商人交通接济，双屿港由

此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大、最有名的海上走私贸易港

口。虽然双屿港最终被明军摧毁，但东南沿海地区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海上私人贸易的兴盛，与明政府的海

禁和闭关锁国政策形成激烈的冲突，最终引发“嘉靖

倭患”，使东南沿海地区陷入一场延续数十年的空前

浩劫之中。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明朝中期以后所谓

的“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海禁不能

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转而进行海上走私。闽浙地区

土地少，又多贫瘠，沿海百姓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于是

铤而走险，沦落为海盗。做海盗不是目的，生计成问题

才作乱。

到了嘉靖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海禁是造成倭

患的根本原因，因此随着倭寇问题的缓解，社会各阶

层要求开禁的呼声越来越高，迫使明政府接受福建巡

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于隆庆元年（1567）对海禁政

策作出局部调整，允许民间商人由福建漳州的月港出

海，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但仍不准往日

本贸易。然而，这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海禁作为一项

基本国策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到明朝末期，并被

清朝所沿袭。

明代海禁与东南沿海倭患


